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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自日治時期開始，在殖民地政府推動「近代化」的整體建設進程中，透

過西方現代化制度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的各項改革，逐漸脫離傳統守舊

的俗民社會，並進而轉型成為一具有近代性意義的公民社會。在此種時代變貌

中，基於推動新式都會計劃之需，由有如雨後春筍般浮現的西式建築、街道、公

園、鐵道、橋樑、海港、空港及電信等公共設施構築而成的「新地景」，改變了

明清以來傳統景觀之「地方性」特色，同時建構了台灣近代社會都會生活空間的

「公共性」特質，展現近現代市民更為多元、摩登的生活文明及風貌。 

雖然，自 1927 年開辦的「台展」及日後的「府展」等官辦美展，對台灣近

代化歷程中「新美術」的形成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在所謂追求、建構台灣「地方

色彩」（Local Color）的過程中，藝術家們亦致力於發掘代表台灣的各種可能性。

有趣的是，在其當代實踐的過程中，亦同時造就諸多以記錄「當代風景」為主題、

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這些作品，除了藉此形塑了具有當代意義的風景典範標誌

外，亦清楚展示了日治時期殖民地政府「近代化」政策中建立嶄新都會景觀及公

共空間的企圖。 

以反映、展示現代化建設成果所形成的「新地景」圖像，是我們探索台灣近

代都會科技文明生活及公共文化發展內涵意義最重要的視覺材料。諸多台灣近代

畫家，透過都會公共生活的參與與現代化公民身分的改變所形成的當代風景觀

視、書寫觀點的轉移，提供觀看當代風景的可能模式，並直接導致台灣近代都會

風景意象建構的完成。本文即在此問題關心下，針對台灣近代畫家尋繹、圖解近

代台灣風景中所開展的閱讀、思維與書寫手法，重新檢視日治時期台灣美術發展

中「風景寫作」的近代性意義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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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昭和四年（1929），當時擔任台灣總督府官房營繕課課長的井手薰，曾在一

篇演講稿中指出： 

這個都市（指台北）位在平原中央，不論往東西南北各個方向，都具有充

足的擴建餘地。……近年來顯著進步的都市計畫之趨勢，已使其領先內地

（指日本）一步。而現在我台北市街，承此（都市計劃）之庇蔭，道路、

上下水道、電氣都大略被整理過，家屋改變其外觀並獲致統一，樹木豐茂，

市內已不再雜沓、喧囂，既清潔又明亮，市街既不過大，亦不致狹小。其

後，循序漸進地一一整備了官衙、學校、公共設施，雖然規模不大，卻如

各位所見到地，已成為具備都市形態、令人愉快的市街。1
 

在所謂台灣舊有市街社會得到統一改正，「樹木豐茂，市內已不再雜沓、喧囂，

既清潔又明亮」的敘述中，我們不難想像，日本殖民政府領台之後，對台灣進行

數十年的近代化建設過程中，台北府城已從日軍進城時所見之市街破損污穢、交

通雜亂無章的景況，搖身一變成為嶄新的現代化空間，並呈現出其「向上提升」

文明都會榮景的歷程。自此以後，在「朝向完全模範都市的理想邁進」的規劃推

動中，台北新都會空間已逐步成形，其改變，正標誌著台灣都會在邁向近代化的

過程中完成近代公民社會建構的嶄新發展。2（圖 1） 

隨著大規模且全面的市區改正及都市建設規劃之逐步展開，進入日治時期之

後台灣都市景觀的變異，諸如雨後春筍般浮現的西式建築、街道、公園、銀行、

供水渠道、鐵道、橋樑、海港、空港及電信、衛生等公共設施，一方面扮演殖民

統治者施行現代化建設具體展示成果之角色展示其自身的「現代性」；另一方面，

藉由上述「新地景」所形塑的都會空間及權力展演，改變了明清舊有俗民社會保

守、邊緣的「地方性」，並建構出台灣近代社會都會的「公共性」均統特質，呈

現出更為多元、摩登及現代化秩序的新生活文明風貌。 

 

二、從「地方性社會」到現代化都會公共空間之形成 

從台灣近代城市發展的歷史而言，台北可以視為一自傳統社會轉化為現代化

都會空間之重要研究範本，其自身之都市發展史更可被視為台灣由前近代走向現

代化歷程最重要之見證。事實上，在清朝統治時期，台北府城只不過是與艋舺、

                                                      
1
 井手薰，〈台北の都市美〉，《台灣建築會誌》第 1 輯第 4 號，1929 年，頁 1-2。 

2
 井手薰有關其對建設台北市為一現代化都市之理想，另發表於〈台灣の都市計畫に就て〉，《台

灣建築會誌》第 1 輯第 5 號，1929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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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等被合稱為「台北三市街」的一個漢人城市聚落單位而已。然而，與自淡

水河畔發展而來的早期墾殖區艋舺及大稻埕等貿易鼎盛的情況相較，極為不同

地，台北府城是在清廷作為提高台灣防衛地位而進行行政單位擴編過程中而被興

築的。自此以後，台北作為清朝建省後的台灣政治、文化、經濟中樞，而逐漸取

代原台灣府台南的地位，其作為台灣首要都會的情形在進入日治時代之後更獲得

空前的發展。3
 

在所謂前近代尚未全面進入現代化之清末時期，台北府城與艋舺、大稻埕等

不同市街聚落彼此間仍相互獨立，「台北三市街」並非如想像中經由統一行政區

劃或都市自然擴展後連結形成「雞犬相聞、阡陌縱橫」的繁榮大都會，其間稻田、

魚塭、沼澤及墓地四處散佈，僅有彎曲難行的保甲路與鄉間羊腸小徑相通，彼此

仍維持著傳統「地方社會」的聚落形式。4（圖 2）這種「原始而純樸」的地方性

社會台灣，在進入日治中期的 1910、1920 年代之後，透過空間的「均質化」、「視

覺化」過程，施行「管理國家化」、「技術專業化」之市街改正再造，已徹底地被

改觀。5事實上，這樣的行政、空間及「現代化」制度的整體改變，應溯源至第

四任總督推行新政之時。6
 

眾所周知，台灣近代化殖民統治在歷經前三任總督撫番及平定島內抵抗勢力

之後，自第四任兒玉總督（1898-1906 在任）時起產生了巨大的政策轉折。當時

啟用受過西方科學訓練並具有醫生背景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曾提出一套更因時

制宜的「生物性原則」策略，積極投入公共建設、改善衛生問題，並推動土地、

舊慣及戶口等三大調查事業，以科學數字化管理模式確立其現代化統治基礎。7後

藤新平的新政當然不僅如此，諸如縱貫鐵路、公路、基隆新港、郵電等交通運輸

資訊事業之構築、統一貨幣、設置銀行及國家專賣事業等獨立財政經濟體制之建

置、水利發電、自來水道工程等民生事業之營設、製糖等農業生產企業‧科技化

事業之組織改造，以及透過國家官僚組織（各級政府）、司法系統、學校教育等

                                                      
3
 參閱高傳棋編著，《穿越時空看台北》，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28-33。 

4
 蘇碩斌，《台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台北，國立台

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頁 6-8。 
5
 同上註，頁 138-243。 

6
 有關日治時期至終戰期間以台北地區為首所進行的台灣各大都市之都市化計劃研究，請參考早

川透，〈國土計畫と台灣都市〉，《台灣地方行政》第 7 卷第 1 期，1941 年，頁 14-26；越澤明

著，卞鳳奎譯，〈台北的都市計劃──1895-1945 年日據時期台灣的都市計劃〉，《台灣文獻》

直字第 105 期，1993 年，頁 123-146；黃蘭翔，〈日據初期台北市的市區改正〉，《台灣社會研

究季刊》第 18 期，1995 年，頁 189-213；溫振華，〈日據時期的都市化──以台北市為例〉，

《歷史月刊》第 15 期，1989 年，頁 135-138。 
7
 張建隆，《看見老台灣‧續篇》，台北，玉山出版社，2004 年，頁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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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而全面的推展擴充，奠定了台灣近代化建設之堅實基礎。 

日本殖民政府領台期間，為改善舊有市街問題，模擬東京都之「市區改正」、

採用其後「都市計劃法」之概念，在台北進行三次規模不等之都市改造計劃。早

在明治三十二年（1899）及三十四年（1901），為防範傳染病蔓延、排水不良及

都市街道過於彎曲狹窄不利發展等因素，即對台北市街進行局部性的道路、溝渠

改建；其次，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的第二次改造中，拆除台北府城城牆、興

建新式三線道通衢大街（今中華路），並於其後的明治四十年（1907）將「台北

三市街」予以串聯，以及大正九年（1920）成立台北州轄市，區分市街為六十四

町，並正式確立台北市今名；最後，在昭和七年（1932）三月進行第三次之都市

計劃，開始從事大規模之國家建設，營造如空港、公園等現代化都會公共設施及

生活空間，並在逐步考量都市發展功能性、合理性、均質化的方向上，完成其「近

代都市」之建設規模。8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殖民政府推行現代化政策及對都

市進行更新的舉措，除了造成台灣近代公共設施、集體生活空間之形成外，同時

改變了舊有地方政治結構，並造成以農業等傳統產業為主導的「地方性社會」空

間秩序之瓦解。從實際上來說，由原本散亂分布四處的土确厝、磚瓦陋屋，到了

為達到現代建築均整劃一規制而興建的洋樓新樣式建築體的轉化變遷，說明了台

灣地景、都市景觀上的劃時代轉折。9（圖 3） 

 

三、流動、「公共性」與都市文化生活參與 

在近代化都市形成過程中，隨著新的社會秩序、生活形態之形成以及交通運

輸事業發達的轉變，傳統地方社會原有「安土重遷」之思想及生活模式逐漸受到

挑戰，而開始產生「流動性」與「公共性」等現代化特質。10日治時期，特別如

明治四十一年（1908）縱貫全島的西部鐵路之全線通車，大大縮短了南北都市、

城鄉之空間距離，同時並加強了殖民地政府在推行政治統治、經濟發展、文化傳

播、教育普及邁向國際化等方面的神速進展。 

被逐步推向現代化社會的歷程中，新都市生活空間中所有人員、資訊及物

                                                      
8
 參見高傳棋編著，《穿越時空看台北》，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72-73。 

9
 有關台灣近代都市生活空間之改變，另請參考青井哲人，〈台湾都市はどう変わったのか──

日本植民地期における都市生活空間の再編あるいは生成──〉，收入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

所編，《第二回被殖民都市與建築──本土文化與殖民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

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04 年，頁 2.1-2.27。 
10

 蘇碩斌，《台北近代都市空間之出現──清代至日治時期權力運作模式的變遷》，台北，國立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頁 23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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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都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及流動感廣泛地進行彼此的交換與流通。此外，伴隨此

種前所未有的都市變遷造成城市、人際有形界限的消失，同時出現了有助於形塑

出統一而均質化的居民性格，亦即現代都會及其居民之「公共性」性格。上述此

種時代「流動性」、「公共性」的反映，在文化建設之推動及文化空間之形塑等問

題上，可以都市居民對「博覽會」、「博物館」以及「美術展覽會」等公共展示活

動的參與來進行說明。 

昭和十年（1935），台灣總督府基於展示其經營、建設殖民地台灣之各方面

實質成果，於台北公會堂舉辦有史以來規模最為盛大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博覽

會」。11（圖 4）該博覽會除帶來上千萬日圓商機之外，其宣傳效益更難以估計，

五十天的展覽期間，吸引來自全台各地本島人、內地人及外國人等總計 335 萬之

造訪人次，在當時全島 521 萬人口中，佔有高達 64.3%的比例。12根據當時鐵道

接駁運輸量之估計，博覽會期間曾加開了 1,934 班的加班列車。13根據相關研究

可知，此類以全島居民、亦即「國民」為參與對象的大規模國家公共性活動之策

劃辦理，自明治四十三年（1910）以後即已開始，其所舉辦之地點，亦為都會空

間中最容易彙聚流動性人口之公園、植物園等大型都市公共綠地及休閒空間。 

透過此類大規模展示活動之舉辦，除了對台灣全島經濟活絡具有直接的助益

外，對文化觀光產業之振興亦具有莫大的影響力。而台北公會堂的營建更值得一

書，其整棟建築除採用最新之鋼筋混凝土材料外，並使用當時流行一時的南歐西

班牙式建築風格，建築物空間高達 3,185 坪，容納人數僅次於東京、大阪、名古

屋，在日本全國之中擁有第四大公會堂之規模，反映出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推行現

代化建設之雄心。由於其建築規模之大，台北公會堂到了日治時間末期，遂因此

成為總督府官方大型集會之場所。14
 

另一方面，大正二年（1913）起為期二年的時間，總督府拆除原位於新公園

內之台北城內最大官廟天后宮後，新建「台灣博物館」用來紀念兒玉總督及後藤

長官對台灣建設之貢獻。在籌設之初，「台灣博物館」即以「蒐集、陳列有關本

                                                      
11

 有關 1935 年台灣總督府舉辦「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博覽會」歷史背景之研究，請參考程佳惠，

《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 年魅力台灣 Show》，台北，遠流出版社，2004 年，頁 15-36。

另有關台灣總督府博覽會之研究，請參考林文通，《日治時期始政三十年紀念展覽會之研究》，

台北，臺灣科技大學工業技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張世朋，《日治時期始政四十年台灣

博覽會之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呂紹理，《展示臺灣──

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頁 242-291。 
12

 高傳棋編著，《穿越時空看台北》，台北市，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120。 
13

 鹿又光雄編，《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誌》，台北，台灣博覽會，1939 年，頁 585。 
14

 同註 12，頁 103-104、11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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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學術、技藝及產業所需之標本及參考品，以供公眾閱覽」為設館目標，作為一

現代化公共文化展示設施，展示台灣本地物產、資源、藝能等各方面之發展成果，

進而成為促進全島「國民」理解台灣之公共社會教育機制。15（圖 5） 

此外，與「台灣博物館」展示台灣功能相近的文化機制，即為於昭和二年

（1927）首次由官方主辦而轟動一時的「台灣美術展覽會」。透過官方文宣的積

極宣傳，台展首日的參觀人數即超過一萬人次，被視為當時文化界的「意外大盛

況」，獲得空前的成功。16台展的舉辦，同樣標誌著在新文化公共空間建置下開

啟都會市民現代化文化生活參與的里程碑意義。17
 

根據主辦單位總督府文教局公告之展覽創辦旨趣得知，主要在透過檢討台灣

文化發展之現況，一方面鼓勵日漸成熟的台灣藝術界、提供藝術家彼此切磋交流

之機會，另一方面作為「發揮本島藝術特長之機構」，最終達到「振興、美化國

民精神」、「培養一般民眾藝術趣味，促進本島美術界之進步發展的目的。」18雖

然，「台灣美術展覽會」作為展示日本殖民政府推展現代化文化事業的成果與豐

富台灣人民精神文化的決心，具有頗大的宣傳效益及社會價值，然有趣的是，總

舵手總督府文教局局長石黑英彥在這篇反映台展時代精神的文章中，特別提到形

塑台灣自身特色重要性與定位的說明，特別值得研究者重視。他提到： 

鑑於在此亞熱帶的本島，富有值得在藝術上發揮的特色，故更加期待本會

之實現。然而，此展覽會的目標，並非直接與帝展、院展或二科會同步調

發展。作品逐漸大量地取自台灣之特徵，發展所謂灣展的權威。……廣泛

地向社會介紹蓬萊島的人情、風俗等其他事情。藉此提昇我台灣之地位。

19
 

這段話，反映出作為主事者對透過舉辦台展引發全國民文化修養向上之殷切期

待，然而，台展並非只是帝展、院展或二科會的模仿複製，需要深入探討如何發

揮「本島亞熱帶藝術特色」，並藉由廣泛「向社會介紹蓬萊島的人情、風俗」以

「提昇台灣之地位」為最終目標之想法。更言之，在歷經三十餘年現代化統治下

                                                      
15

 幣原坦，〈博物館三十年祝賀の史想〉，收入阪上福一編，《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創立三十年記念

論文集》，台北，台灣總督府博物館，1939 年，頁 9-10。 
16

 《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27 年 10 月 30 日，第 4 版。 
17

 有關台展的研究，請參考顏娟英，〈官方美術文化空間的比較──1927 年台灣美術展覽會與

1929 年上海全國美術展覽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4 分，2002 年，

頁 628-630。 
18

 台灣總督府文教局局長石黑英彥，〈台灣美術展覽會〉，收入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臺灣

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台北，雄獅圖書公司，2001 年，頁 558-559。 
19

 同上註，頁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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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項建設均已獲致長足發展的情勢，「從來很少受到文化陶冶的本島」應藉由

「台灣美術展覽會」的舉辦提昇國民文化素質及本島文化能見度之事，已成為當

務之急。事實上，台展的設展宣言，除了具有上述台灣文化振興之時代意義之外，

所謂發揮「本島特色」的思維，更可被視為引發日後台灣「新美術」在醞釀發展

中逐步指向對如何營造「地方色彩」（Local Color）成為近代美術史上最重要的

思想基礎的先聲。 

然而，不可諱言地，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世紀交界期激烈而急速的時

空變異中，就美術史的發展而言，從「地方社會」向現代化都會公共空間轉化過

程中的台灣，不論近代藝術家如何面對具有台灣「主體性」思考的「地方色彩」

的創作實踐及風格形塑，其僅僅摘取所謂「本島特有」的地方性人、事、物成為

表現題材，是否窄化了其近代化歷程及造成「反歷史」的可能性？或者說，進入

日治時期之後的台灣藝術家，如何在追求「原始而純樸」「地方色彩」的過程中，

面對藝術本身的「現代化」問題？如何以「現代化」之觀視方法對風景或描繪對

象進行當代「視覺化」工程？近代藝術家在參與以國家規模體制進行都市、社會

「現代化」重構的過程中，其圖繪創作是否提供觀看當代風景的可能模式？其書

寫觀點的轉移呈現了何種「現代化」意義？同時，在此種歷程中，如何導致台灣

近代都會風景意象建構之完成？這些問題，是我們在思考如何超越過去中央∕地

方權力關係論述及殖民∕反殖民、支配∕受支配政治意識型態對立影響歷史書寫

困境，並更為客觀地重新檢視台灣近代繪畫發展歷程時，應加以深切反省的。 

 

四、自然或文明？──「新地景」與台灣近代美術都會風景之萌發 

日治時期公共領域文化展示空間的建置與相關藝文活動之推展，無疑地已造

成台灣文化向現代轉化、並造就現代文化特質之結果。然而，一如上述，在台展

等官方美術機制推動下的台灣近代美術，如何形塑其自身現代化文化特質，事實

上，截至目前仍無太多研究成果可供參考。不過，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

透過台灣洋畫之父、近代美術啟蒙者──石川欽一郎（1871-1945）對台灣風景

的描述，經由其見證台灣社會歷經近代化歷程的經驗中，得以瞭解其如何面對自

身風景觀之構築與現代化都市景觀變遷的矛盾。 

石川在初到台灣之時，曾以無比欣悅之態度將傳說中「瘴癘之地」的台灣視

為「天堂」，認為「形與色都很優美」。20此時的他，強調以全然「客觀」觀賞的

                                                      
20

 石川欽一郎，〈台灣風光的回想〉，《台灣時報》，1935 年 6 月號，頁 52-55。收入顏娟英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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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來理解台灣自然、風土及人物之美。在撰成於明治四十一年（1908）〈水彩

畫與台灣風光〉一文中說： 

（日本）領台十餘年後的今天，日本還有很多人一直不知道台灣，我希望

至少讓這些不幸福的人們知道日本第一的台灣風景。……（台北與京都）

兩地大體的山容水色相當近似，但台北的色彩看起來還更加地美。……本

島風景實在是自然創造的傑作，規模雄大，色彩壯麗，變化的巧妙真令人

驚嘆。21
 

顯而易見地，眼前所呈現明媚、鮮艷、多變而強烈的南島山光水色，對早已習慣

日本沉鬱內斂風景氛圍的石川而言，產生如此巨大視覺震撼力的原因是可想而知

的。22在此時，石川面對在日本本土從未經驗過的台灣地方風景特色剛開始產生

好奇，正懷抱著「客觀」觀賞之眼對這塊異文化處女地進行深入探索。在其言語

中，我們不難發現，被來與京都相較而對其產生「日本第一」高度評價理由的，

即是傳統漢人民居、竹林、相思樹、在特有南方雲彩色感效果及強烈陽光照射下

產生劇烈陰影變化的台灣自然山川及活潑熱鬧的人文風土。1907 年至 1916 年第

一次旅台期間，石川積極從事台灣風景的描繪與形塑，並勤奮撰文推廣水彩畫風

氣。23
 

然而，有趣的是，在發表於大正五年（1916）的一篇文章中，石川曾說到： 

台北很像京都，地勢平坦無坡，距離四周二、三里之處，被三四千尺的山

脈所圍繞，並且有條比隅田川大兩倍的河流（指淡水河）通過。因為如此，

作為寫生地而言，此處有著豐富的畫題。不過，這是指稍稍遠離台北市街

地的郊外景色。由於台北市區中，古老而有趣的台灣式建築漸次消失及損

壞，改建成「セション」（session）式的三層磚砌建築物的關係，我們的

領域已逐漸在消失。24
 

對在台灣已經居住十年之久的石川來說，以京都比較台北風景的觀視方式並無太

大改變，台北近郊豐富的自然、風土及人文景象一直是其彩筆下源源不絕的靈感

由來。然而，隨著殖民地現代化城市建設之推展，台北城內原有傳統民居及人文

                                                                                                                                                        
《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台北，雄獅圖書公司，2001 年，頁 54-56。 

21
 石川欽一郎，〈水彩畫と台灣風光〉，《台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 月 23 日，第 4 版。類似的看

法同見於氏著，〈台灣方面の風景鑑賞に就いて〉，《台灣時報》，1926 年 3 月號，頁 52-58。 
22

 有關石川台灣風景論述的討論，請參見顏娟英，〈近代台灣風景觀的建構〉，《國立台灣大學美

術史研究集刊》第 9 期，2000 年，頁 179-189；同氏著，〈觀看的眼睛與思索的心靈〉，《視覺

藝術》第 3 期，2000 年，頁 33-42。 
23

 顏娟英，《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台北，雄獅圖書公司，2005 年，頁 36-42。 
24

 石川欽一郎，〈台北の寫生地〉，《中央美術》第 2 卷第 1 期，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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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卻在不斷消失，這也意味著以此作為絕佳寫生題材的石川，開始對都市發展

對其藝術創作產生嚴重衝擊的擔憂與矛盾。「古老而有趣」的台灣建築以及被限

定於「稍稍遠離台北市街地的郊外景色」，意味著未受西方文明洗禮的原始台灣

風貌，這樣的說法與上述對台灣因具有顏色對比強烈、多變化風景特色而將其評

價為「日本第一」的理由，實如出一轍。（圖 6） 

此種對台北在二十世紀初期以來現代化過程中造成可入畫題材逐漸消失問

題的感嘆，同樣可以自其回憶第二次來台所見的文章中看到。他說： 

那時候的台北比起今天，有更多地點可以入畫。大稻埕的小火車站，位於

今日北門外馬路的附近。車站前面原來是個水塘，對面有幾間紅瓦屋頂的

房子大小交錯並置，背景略微可以看到大屯山的姿影。鮮綠色的樹木、澄

澈的青空，這樣美麗的景色，迄今未曾再見過。……大稻埕後街往淡水河

畔方向的景色很好，因此經常到此找畫材。台北車站的背面有一片水田，

對面又有古色古香的老廟、疏落的竹子林點綴其間，相當有趣。淡水河畔

還沒有建造堤防，有些沙州非常有趣，仿照西洋式的高樓那時也還未出

現。25
 

雖然，我們不能直接將石川的這種說法視為是在「反現代」或「反文明」，不過，

台北地景的古今巨大變化，亦即現代化都會空間之成立造成古老地方社會景觀的

滅絕，為何會造成如此困擾，將畫家尋索畫題的地點逐漸被推擠及邊緣化到郊區

的大稻埕、淡水一地呢？顯而易見地，對石川這一輩畫家而言，現代都會樣貌無

法入畫、「無趣」甚至對傳統風景造成扞格破壞的認知，是建立在所謂「文學式

懷古美學觀」及「牧歌式浪漫情懷」的基調之上，可以說是當時畫家理解台灣風

景最主要的範式26；然而，更重要的是，其對台灣風景觀視、書寫方法的摸索與

建構，不論是從理論或實踐的任何一方面來說，都為日後台展追求「地方色彩」

總體方向奠定了基本方向與堅實基礎。 

1927 年，台展在總督府文教局的積極奔走與各方殷切期待下正式開辦，然

而，其結果卻不如預期。例如，鹽月桃甫即對參展畫作因襲常規（尤其是水彩畫）、

無法面對真正的自然大膽表現自我以及嚴重缺乏「時代性」的問題，提出尖銳的

                                                      
25

 石川欽一郎，〈台灣風光的回想〉，《台灣時報》，1935 年 6 月號，頁 54-55。與石川對台灣自然

風土讚不絕口相類似的說法，亦見於石川寅治，〈洋畫家所見的台灣〉，《台灣日日新報》，1917

年 4 月 15 日，第 5 版。收入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台北，

雄獅圖書公司，2001 年，頁 70-71。 
26

 參見顏娟英，〈近代台灣風景觀的建構〉，《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9 期，2000 年，

頁 1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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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衷心的呼籲27；曾擔任日治時期台灣最重要的大眾媒體台灣日日新報社編

輯局局長、主筆的著名評論家大澤貞吉（筆名鷗亭生，1886-？），對東洋部並無

特殊佳作雖感到遺憾，對西洋畫因襲石川、鹽月的素人畫家作品充斥畫展雖感到

無可奈何，卻認為此次展覽仍有可看之處，並期盼來年大有所為。28大澤貞吉在

此篇畫評中，曾提到東洋畫部審查員鄉原古統企圖以日本畫的方法表現「南國式」

氣氛的嘗試。29可以想見，以表現台灣特有花卉、植物、鳥禽的《南薰綽約》三

對幅參展的鄉原以及以表現閩南漢人海上船舶貿易風光的石川、表現原住民姑娘

的鹽月，都不約而同地顯示了作為台展或台灣近代美術指導者之身分，透過各自

尋找台灣「地方性」題材入畫回應總督府「向社會介紹蓬萊島人情、風俗」、發

揮「本島亞熱帶藝術特色」之展出宗旨而作出努力。（圖 7） 

從第 1 回「台灣美術展覽會」開始，我們即可發現注重客觀描寫之「寫生」

觀念對畫家的影響，然而，在台展自身定位的制約下，雖然自此引來風起雲湧的

美術競逐、進而刺激台灣近代「新美術」之形成，然從畫家選擇的題材及畫風表

現來看，其發展面向仍相當有限。不論是西洋畫或東洋畫，從風景主題表現來說，

以展示藝術中「如畫的」（picturesque）、文學中「如詩的」（poetic）傳統東方詩

畫意境、懷古情懷的作品如淡水風景30、田園鄉野風光等仍佔多數，呈現早期來

台日籍藝術家對大正時期以來日本畫壇回歸東方、反歐化「文化自覺」的認知及

回應。31
 

在此種遊戲規則中，所謂「台展型」的繪畫風格亦就此因運而生。「台展型」

繪畫最重要之特徵及其形成，主要是對主辦單位文教局上述發揮台灣本地特色呼

籲的一種回應，同時也可以說是由在短短數年間即以成形的「地方色彩」主流概

念所形塑出來的「台灣主體性風格」。32例如，鄉原古統在對第 4 回台展（1930）

                                                      
27

 鹽月桃甫，〈第一回台展洋畫概評〉，《台灣時報》，1927 年 11 月號。收入顏娟英譯著，《風景

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台北，雄獅圖書公司，2001 年，頁 192-193。 
28

 鷗亭生，〈第一回台展評〉，《台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2 日。收入顏娟英譯著，

前引書，頁 188-191。 
29

 鷗亭生，〈第一回台展評〉，《台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2 日。收入顏娟英譯著，

《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台北，雄獅圖書公司，2001 年，頁 188。 
30

 淡水約自 1920 年代以來，即已成為台灣上流士紳文化休憩之地，其豐富而多元的歷史古蹟與

優美的地理景觀更成為當時詩人、畫家積極吟誦描摹的對象，曾一度獲致「詩之港，畫之街」

的美譽。參見林育淳，〈夢想的國度──日治時期畫家筆下的淡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季刊》

第 49 期，1996 年，頁 11-18。 
31

 參閱拙著，〈紀行‧集古‧支那趣味──梅原龍三郎與大正昭和畫壇的東方主義視線〉，收入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美術系主編，《視覺‧記憶‧收藏──藝術史跨領域學術研討會大會論文集》，

台中市，國立台中教育大學，2006 年，頁 158-161。 
32

 根據研究，「地方色彩」的形塑亦與自第 2 回台展（1928）以來來自日本本土的審查員如松林

桂月的鼓勵、建議有密切的關連。請參考顏娟英，〈台展時期東洋畫的地方色彩〉，收入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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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的評述中即曾提到： 

台展東洋畫也逐漸出現了可以稱作「台展型」的作品。全體作品都有一脈

相通的感覺。不過，獲得特選的林玉山《蓮池》、陳進《若き日》（年輕時

光）最足以說明「台展型」。這兩件作品，以正統性及優秀表現被認定為

特選之作。林玉山的作品與郭雪湖的《南街殷賑》都得到台展賞。因為林

玉山的作品題材取自這個土地，而《南街殷賑》也表現出「地方色彩」，

並且將不易處理的熱鬧市街處理得很好。33（圖 8） 

可以想見，獲得台展賞、特選、無鑑查殊榮的「台展三少年」林玉山、陳進及郭

雪湖，其獲獎原因除了因為具有高超的表現技巧外，最重要的是展現出台灣本地

特有的「地方色彩」，也就是鄉原所說「一脈相通」的「正統性」。特別是，郭雪

湖《南街殷賑》表現的雖是當代都會生活，然亦因描寫台灣傳統宗教廟會活動符

合台展本身的創會宗旨，而得到審查員們的青睞。 

 

五、變質的「地方特色」──時代性、美術自主意識與現代風景建構的苦悶 

自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以來，數十年間，隨著規模逐漸擴大的市區改正及

都市計畫的推動，台灣全島的主要都市已完成其現代化建設而呈現出嶄新的都市

空間樣貌。儘管如此，猶如石川等當時畫家對於作品的主題選擇，仍一貫堅持對

台灣及南方特殊自然風光、風土民情的描寫興趣所見，這除了是彰顯台灣地方特

色的不二法門、借來作為推介給不認識台灣的日本母國人民最重要的方法之外，

逐漸流失於無形的傳統地景風貌，日夜加速這種理想、現實間的矛盾落差的擴

大，象徵舊有歷史人文精神的毀滅。34
 

這種想法，並非石川的個人顧慮，曾擔任台北《蛇木》現代文藝雜誌主編的

蜂谷彬（筆名蜂谷生，生卒年不詳）在其與石川寅治鎖定台灣舊有「人文歷史環

境」共同規劃的繪畫旅行，即同樣可以被視為關心文化、「搶救」文化遺產行動

                                                                                                                                                        
立美術館編，《台灣東洋畫探源》，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00 年，頁 7-18。有關「地方色

彩」之探討，請參見顏娟英，〈台展時期東洋畫的地方色彩〉，《臺灣東洋畫探源》，台北，

台北市立美術館，2000 年，頁 7-18；薛燕玲編，《日治時期臺灣美術的「地域色彩」展論文集》，

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7 年；賴明珠，〈日治時期的「地方色彩」理念──以鹽月桃甫及

石川欽一郎對「地方色彩」理念的詮釋與影響為例〉，《視覺藝術》第 3 期，2000 年，頁 43-74；

楊永源，〈石川欽一郎台灣風景畫中「地方色彩」概念的建構〉，《藝術學研究》第 3 期，2008

年，頁 73-129；廖瑾瑗，〈台展東洋畫部與「地方色彩」〉，收入國立台灣美術館編，《台灣美

術百年回顧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中，國立台灣美術館，2001 年，頁 37-62；廖新田，〈朦朧：

1930 至 1940 年代台灣風景畫之「鄉土色彩」論述〉，《史物論壇》第 1 期，2005 年，頁 129-151。 
33

 鄉原的談話內容見於《台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0 月 28 日，第 1 版。 
34

 參見顏娟英，《水彩‧紫瀾‧石川欽一郎》，台北，雄獅圖書公司，2005 年，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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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一種表現。在其行旅紀錄中，蜂谷生提到「台南為台灣歷史文化的中心，

如今現代文明正以巨大的力量破壞舊有的文化，全力建設」、「現在如果不再寫生

記錄，則將來必定會消失」，認為畫家三種寫生標的──（一）未經人工化的自

然、（二）本島人的生活狀態及（三）正遭到破壞消失的歷史文物如廟宇建築等

的後兩項尤其重要，對大南門在與緊鄰其右的文藝復興建築法院高塔二者「新舊

文明的鬥爭中」勢必面臨被毀棄的命運，感到深深的遺憾。35
 

在石川欽一郎、石川寅治等人早在 1910 年代中期即對「新舊文明鬥爭」危

機提出的敏銳警示中所顯示的，我們可以說，由石川一生所致力建構及其同輩藝

術家視為掌珍的竹林紅瓦、民俗鄉土題材，已為日後台展「地方色彩」論述的揭

幕提供了十年左右的準備工作。 

台展發揮「地方色彩」之宗旨，作為台灣近代畫家創作指導方針的風潮方興

未艾，到了府展時期亦無太大改變。不過，不論從制度面或藝術風格對台展參與

者提出的改革要求，已逐漸引發 1930 年代台灣畫壇朝向更為多元發展的轉變。

在以維持「一脈相通」、「正統性」的台展繪畫傳統及其發展歷程中，如上述第 1

回台展鹽月的批評所揭示、暴露的，不斷的主題因襲、無法與時俱進與嚴重缺乏

畫家個性與時代性的問題，已成為台展自身發展的最大隱憂。 

以筆名 N 生投稿評論第 4 回台展的文字中，開始提出對台展堅持「地方色

彩」必要性或作為最高指導原則是否正確的質疑： 

台展是否與時代並進？……時代的苦悶，是否如實地表現出來？……令人

遺憾的是，不得不說是「沒有！」……台灣既已被認為是世界上的台灣，

思潮與文物都在世界平均水準之上……帝國主義與普羅主義並存。所謂地

方色彩，是我們先意識到現實中一般普遍的時代性，再下降到特定的時空

後，才能生動地表現出來。 

如果未能意識到一般的時代性，如何能表現地方色彩呢？若不這樣考慮，

卻一逕地指責沒有表現地方色彩，那還不如勉強要求畫家們只要繪製蘭嶼

的人偶，便可以了！36
 

N 生強調跳脫機械化的主題複製、追求「時代性」並適度反映畫家存在意義及對

社會的思考的說法，可以視為一種與時俱進的「地方色彩觀」以及對「地方色彩」

                                                      
35

 蜂谷生，〈繪の旅より(上)〉(繪畫旅行所見)，《台灣日日新報》，1917 年 3 月 4 日，第 4 版；〈繪

の旅より(下)〉，同誌，1917 年 3 月 8 日，第 4 版。收入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臺灣近代

美術文獻導讀》（上），台北，雄獅圖書公司，2001 年，頁 67-69。 
36

 N 生，〈第四回台展觀後記〉，《台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0 月 25 日，第 8 版。收入顏娟英譯

著，前引書，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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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的一種擴充，其論說本身就具有明顯的時代進步性與前衛精神。他在本文中

除了批評石川「牧歌式」小品創作缺乏「用近代的力量感來表現的意圖」之外，

有趣的是，更提出與其一味地再現「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自然、風土與民情，

毋寧應將已成為世界現代文明一部份、而非未開化的原始台灣的「現代表情」真

實地表現出來的重要性。 

按照他的提議，所謂追求「時代性」指的大概就是發展「普羅主義」繪畫。

換句話說，倡導「大眾藝術」是改正台展弊端的一種可行之道。雖然，我們並不

知道 N 生「普羅主義」繪畫的全部內容，但只要與「地方色彩」注重懷古想像、

自外於文明社會的繪畫手法相比較即可得知，「普羅主義」繪畫所強調的，主要

在於對現代生活、現實價值的一種探討、反省與批評。N 生對主流畫壇不重思考、

缺乏藝術自覺之弊端的檢視與批評37，反映了其對新生代藝術家應追求更具自主

思考性創作態度的期待。 

此外，1939 年創辦「創元會」的台灣野獸派新銳畫家飯田實雄，亦曾對台

展行之有年的「地方色彩」概念，提出新的理解及內容上的擴充。他說： 

台灣美術界已經歷台展十年，今年（1939）府展也已經是第二回……府展

條文中，也要求所謂富有台灣地方色彩的作品。這並不是單純地指為殖民

地土產印象性繪畫而已，而應該理解為台灣獨自的特色。如果不是這樣的

話，也可以說是文化的地方性自殺。38
 

其所謂不致於造成「文化的地方性自殺」而應積極發揮的「台灣獨自的特色」，

若非僅指「土產印象性」的地方社會風土，又具有何等新義呢？根據他自己的說

法是，指的是創造出具有日台共有、不分中央或地方價值的「純粹繪畫性的作

品」，來反映台灣畫家自身參與時代的意義。立石鐵臣（1905-1980）在 1942 年

回顧台灣美術發展歷史的討論中，呼應了飯田實雄的說法，雖然他仍不改本色地

對台展的低靡不振、台灣畫壇的遲滯不前感到不滿，但卻懷抱信心地認為台灣美

術的未來仍令人期待。他呼籲台灣畫家不應只以對日本母國的靠攏或依附為滿

足，台灣畫壇未來必須在「以台灣繪畫的全體發展為基礎」的目標下持續努力，

其成果勢必可以補充日本美術的不足之處。立石此種重新檢討日、台關係的言

說，說明台灣美術的任務並非在於提供日本中央的一個地方性樣本，反映其以台

                                                      
37

 這種對台展因循沿襲陋習的批評，同見於大澤貞吉對第 5 回台展的評論。參見《台灣日日新

報》，1931 年 10 月 31 日，第 4 版。 
38

 飯田實雄，〈台灣美術界秋季展望〉，《台灣時報》，1939 年 10 月號。收入顏娟英譯著，《風景

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台北，雄獅圖書公司，2001 年，頁 53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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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主體性為創作思考的傾向。39
 

實際上，我們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台展本身的歷史，即可瞭解飯田、立石等人

1930 年代末期至 1940 年代初期之間新的思想動向的成立背景及問題指涉。我們

知道，大約到了 1930 年代中期，要求台展改革的呼聲即已逐漸打破緘默，白熱

化成公開被檢討、批判的問題。當活躍於帝展、二科會、春陽會等東京重要美術

舞台的台灣畫家日增、並對日本中央畫壇甚或是世界美術動向與新思潮有更直接

的接觸瞭解過程中，約自第 7 回台展（1933）開始，民間要求美術自主的意識逐

漸高漲，退展或組成新團體抵制、質疑審查員合適性的現象即層出不窮。然而，

追根究底地來說，台展改革所關切的，主要還是集中於內部機制、人事平衡及審

查公平性的問題之上。 

其中，連續擔任第 5、6、7 回台展西洋畫部評審的小澤秋成，因畫風簡率、

缺乏變化已成為眾矢之的。40例如，立石鐵臣即極為露骨地以「見識和繪畫技術

都不高明」的批評對小澤秋成審查身分提出質疑。41由此看來，台展改革的問題

尚不僅止於制度、人事等面向而已，實際上亦與新生代畫家對台灣美術未來走向

的思考具有密切的關連。隨著台展弊端的浮上檯面，年輕藝術家開始真切思考台

灣美術下一步發展的速度也越來越快、探討的問題亦越趨向核心。 

1935 年，第 9 回台展開辦，已立定志向成為批評家的立石，仍按往常般提

出對此次展覽的綜合評述。整篇文章的基調，可以說是在對台灣「文化氛圍薄

弱」、「殖民地的雜亂感強烈」及對「令人感覺有如井底之蛙」的環境的感嘆，並

嚴肅面對台展過去、現在與未來命運的不安氣氛中所形成的。此次他以西畫家的

身分批評東洋畫部，在來回穿梭會場、反複思考之後，得到的總結卻是： 

創作與生活之間游離、未能結合是很慘的事，亦即沒有生命熱情、缺乏時

代性的表現，或者是在作品的深處看不到真實的生活與人生。那麼，不管

畫加油站或鐵橋，也不能表現新方向，或嶄新的時代。42
 

此處所謂的「創作與生活之間游離、未能結合」、「沒有生命熱情」以及「缺乏時

代性」的說明，一語中的地指出台灣畫壇及台展的陳年積弊，亦明確反映出他自

                                                      
39

 立石鐵臣，〈台灣美術論〉，《台灣時報》，1942 年 9 月。收入顏娟英譯著，前引書，頁 543-545。 
40

 顏娟英，〈營造南國美術殿堂──台灣展傳奇〉，《風景心境──臺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

台北，雄獅圖書公司，2001 年，頁 181-182。 
41

 立石鐵臣，〈更衣蛻變的時刻〉，《ネ・ス・パ》，1935 年 8 月。收入顏娟英譯著，前引書，頁

519-520。 
42

 立石鐵臣，〈第九回台展互評──西洋畫家的東洋畫批判〉，《台日報》，1935 年 10 月。收入顏

娟英譯著，前引書，頁 23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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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繪畫觀的中心思想。有趣的是，這段批評中同時反映了台展主流畫壇主題的改

變。對立石而言，新的主題的出現並未能解決他所關心的諸種問題，然而，這樣

的說法，正表示以描繪都會文明、當代生活（如「加油站或鐵橋」）主題的出現

與被注意，正代表台展「地方色彩」創作方向的一種質變。（圖 9、10）而以描

繪台灣地方自然、風土等「地方色彩」為宗旨的台展主流作風，到了 1940 年代，

已成為追求前衛精神的年輕畫家摒棄的對象。43
 

這種以展現現代化社會、科技工業文明、公共空間及國民摩登生活等主題選

擇上的轉變，可以視為日治時期之後出生的新一代藝術家，藉由反映現實的自我

實踐過程中，進而建構出台灣「新地景」風景意象概念的嶄新嘗試；同時，亦標

誌著當代風景書寫跳脫或轉化南國懷古情調及以反映「地方色彩」為主導的既定

主題規制（即鄉原古統所謂的「正統性」），並逐漸成為探究當代風景寫作格式的

一種改變。44
 

 

六、結語：從私領域到公領域──當代風景觀視與書寫觀點的移轉 

根據上述研究所知，約在 1930 年代之初，以台北為中心所進行之都市改正

計劃推動台灣都市空間「近代化」之歷程，隨之而起的大規模國家建設導致現代

化公共設施及生活空間之成立，完成新舊文明之交替，同時也為傳統文化帶來空

前的衝擊。在此巨大歷史變遷中，台灣近代都市「新地景」之形成，提供都市居

民嶄新生活空間，並徹底改變其舊有生活模式；另一方面，值此新舊景觀、文化

並陳之時期，嶄新都會文化空間之建設、都會文化活動之推動，具有扮演彌補舊

文化衰頹作用之角色及充實現代精神文明之重要功能。 

有趣的是，這種新舊文明融混交錯的現象，早在台展開辦之初即已被眼光銳

利、思緒敏感的藝術家們所捕捉，並成為其筆下形塑台灣當代科技文明、現代生

活空間以及近代城市景觀之最佳視覺表現題材。例如，我們從片瀨弘入選第 1

回台展的《工場》、蔡雪溪入選第 4 回台展的《扒龍船》（1930）或郭雪湖的《南

                                                      
43

 顏娟英，〈觀看的眼睛與思索的心靈〉，《視覺藝術》第 3 期，2000 年，頁 36-37。 
44

 事實上，當我們重新檢視台展的發表成果的同時，即可很容易地發現，自台展開展以來，年

輕一輩的畫家作品中，已經可以見到在夾雜著「地方色彩」畫風的試驗中，逐漸朝向反映現代

化建設、科技文明如鐵橋、城市街道、工廠及公共生活、都會男女等主題的改變。例如，村上

英夫《基隆燃放水燈圖》、荻谷秋琴《圓山》、片瀨弘《工場》、李石樵《大橋》(以上第 1 回台

展)；郭雪湖《圓山附近》、吳茂仁《上海の建物》(以上第 2 回台展)；蔡雪溪《扒龍船》、郭雪

湖《南街殷賑》、蒲田丈夫《無我》(以上第 4 回台展)；小山不老《新公園所見》(第 5 回台展)；

蘇秋東《船のある風景》、姬浦光《停車場附近》、久保田朝之《博物館より》、森部謙《驛前

街頭》(以上第 6 回台展) ；橫田太郎《綠裝工場》、李梅樹《溫室》、山田東洋《旗日》(以上

第 2 回府展) ；中村敏郎《鎔爐》(第 5 回府展)等皆是。以上請參見台、府展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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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殷賑》（1930）等作中，已可看到結合「地方色彩」與時代現實生活再現的嘗

試。蔡氏該作描繪了五月端午佳節時觀音山、大屯山及淡水河出海口交界地帶舉

行龍舟競渡活動之熱鬧場面。流行西服領帶及手撐洋傘一派盛裝的紳士貴婦，以

及身著傳統唐裝、足履包頭鞋的地方居民扶老攜幼、穿梭其中，更有頭戴斗笠僅

著汗衫的小販沿街叫賣，呈現出淡水河畔繁華熱鬧之一面。有趣的是，除了這些

在外觀上反映新舊雜陳的圍觀人群外，淡水河畔遠處出口矗立著串聯兩岸的雄偉

現代化交通動脈科技產物──台北橋。（圖 11） 

可以想見，在台展自 1927 年以來如火如荼地呼籲本地畫家應積極發揮台灣

「地方色彩」、描繪台灣傳統地方風景的同時，當時畫家在呼應這樣的時代需求

中，本來並非屬於反映地方自然景觀、天候風土及民情風俗的主題──現代化都

市風景、建築景觀及視覺物象，已隨著台北「新地景」的浮現與擴張而巧然躍上

台灣美術史的歷史舞台。（圖 12） 

檢視歷屆台展、府展圖錄，即很容易可以發現，當當時台灣畫壇最重要的領

導者、亦可謂形塑台灣風景文化語彙最重要的推手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等人仍

在積極摸索何謂「台灣風景」或台灣「地方色彩」為何物之時，在數年之中，台

灣現代化都市風景、建築景觀及視覺物象已巧然被引介入畫面，並逐漸成為年輕

藝術家描繪的對象，在官方美術展覽會新的主題營造中形成一股勢力，並形成台

展型繪畫之外具有呈現台灣當代風景主體觀視意識的嶄新表現，同時亦自此逐漸

凝聚出其對「近代化」台灣風景書寫方法及其可能性，清楚呈現日治時期台灣美

術自私領域到公領域的巨大轉變。（圖 13、14） 

台北或台灣現代化都會空間之完成，造成全台各主要都市街景的變異，特別

對日治初期出生、成長及受基礎教育的台日年輕藝術家而言，之所以會與石川、

鹽月等人產生根本性差異的原因，在於其時代背景之差異，兩代人之間所面對的

地方風景觀視方式甚至其風景觀之建立，並不應想當然爾且粗率地置放在殖民地

與被殖民地政治權力結構中來論述。 

根據大正時期有關市街改正結果所知，台北市內商家雲集，都會商業類型更

包含各類大小株式會社、醫療、化學、工業藥品、金屬、吳服紡織、和洋雜貨、

飲食、觀光旅館、文具圖書、出版印刷、寫真攝影、民生用品業等，不一而足。

45換句話說，出生及養成於日治時期的年輕藝術家，自其成長過程中即享有此種

現代化社會資產、公共建設及先端科技文明之浸淫，接受完全現代化之思想、教

                                                      
45

 參見高傳棋編著，《穿越時空看台北》，台北，台北市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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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及生活，對台灣現代化都會空間、景觀觀視及書寫的概念，自然與其前一輩人、

特別是由日來台的教師、審查員不可同日而語。在這種嶄新的時代環境變遷、時

代思潮促發，以及藝術家自我回歸台灣社會、尋找與生活之真正連繫的反省中，

一如上述，以當代都市空間、公共生活、城市新建設等作為反映現實、社會參與

的作品因之逐漸浮出檯面，並成為台灣近代美術史上最能反映其「近代性」之時

代產物。 

 


